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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的影响
———来自江苏省的抽样调查证据

高名姿１，张　雷２，刘志斌１

（１．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５；２．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在农业数字化建设和稳就业的背景下，研究农业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基于技术进步理论构建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劳动力投入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江苏省４５３个种植类家庭
农场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处理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

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化设施应用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场的雇工规模。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进

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处理效应模型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物类型在信息化设施应用与家庭农场

雇工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其中纯经济作物种植有正向调节作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兼种、纯粮食作物种植有负向

调节作用，且纯粮食作物种植类型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大。该结论对完善农民就业政策和推动农业信息技术应用都有

重要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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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新常态下，工业和服务业对农村劳动力的
吸纳能力降低，农民非农就业压力增大［１］，疫情后，

农民非农就业更是承受巨大的压力，２０１７年后农民
工规模增速明显放缓，２０２０年甚至出现近年来的首

次负增长（图１）。应对农民就业压力，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持续关注农民就

业，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培育一批家庭
工场、手工作坊”等，“提供更多就业岗位”，２０２２年
中央一号文件则进一步强调“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

业创业”。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研究关注到
信息技术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宁光杰等针对中国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应用可以提高高技能

劳动者的就业比例，但同时也会降低包括农民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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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比例［２］；邵文波等基于市

场环境分类进行研究，发现如果产品处于竞争充分

的市场中，信息化可以促进企业吸纳劳动力［３］。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针对美国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信息资本
（即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资本）与劳动力和传统资本

投入是替代关系［４］；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认为，信息化可以
提高对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同

时会降低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该理论也被称

为极化理论（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５］，而来自英
国的数据则不支持极化理论［６］。针对２１个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信息化对就业的影响要区分具体的工作特征，有些

工作是自动化难以替代的，因此信息化难以对从事

这类工作的劳动力形成就业冲击［７］。从现有文献

看，虽然鲜有研究直接分析信息技术应用对农业吸

纳劳动力的影响，但是有研究关注到技术进步对农

民就业的影响，也有研究分析信息与通信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Ｔ）对
农民就业的影响。张宽等认为，农业技术进步与农

业劳动力需求之间是替代关系，农业技术进步可以

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移［８－９］；杨鑫等则认为这

种替代关系并不显著［１０］。Ｍｉｎ等针对中国 ＩＣＴ应
用进行研究，发现 ＩＣＴ应用可以促进农民向非农领
域转移［１１］；李强认为信息技术对农业发展至关重

要［１２］，中国也在全面推进“农业数字化”（国发

〔２０２１〕２９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的通知》）。在农业生产中应用信息技术

无疑是技术进步的表现，这类技术进步对农业吸纳

劳动力有何影响？家庭农场作为最重要的农业规

模经营主体，其在吸纳农民就业过程中的作用不可

小觑，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的雇工水平是起

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对该问题的回答无论是

对完善农民就业政策，还是对农业数字化建设都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相关研究还较少，尤其是基

于家庭农场数据的相关实证分析还很匮乏，这凸显

了本研究的贡献。

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研究在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信息化

设施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将影响家庭农场吸纳劳

动力的水平，由于作物类型差异导致劳动力需求特

征差异，因此作物类型在两者之间起调节作用。

１．１　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的直接
影响

尽管对中国企业的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在

工业领域的应用会提高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２］，更

广义的技术进步也多属于技能偏向型［１３］，但需要注

意的是，技术进步也可能降低工作的复杂性，进而

降低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并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

就业机会［１４］。

由图２可知，横轴为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纵轴
为单位面积产出（机会成本），假定资本和劳动的相

对价格不变，ｆ０为家庭农场使用信息化设施前的生
产函数，ｆ１为家庭农场使用信息化设施后的生产函
数。家庭农场的信息化设施应用作为一种技术进

步，会提高同等劳动力投入下的单位面积产出，表

现为ｆ１曲线位于ｆ０曲线上方（即Ａ１＞Ａ０）。假设ｗ０
为一般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率（不考虑农场主和雇工

投入劳动的机会成本差异），如果应用信息化设施

前后家庭农场投入劳动力的工资率没有变化，则信

息化设施应用后，家庭农场单位面积的劳动力投入

从Ｌ０提高到Ｌ０ 是理性选择。如果信息化设施应用
提高了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则在技能溢价作用

下［１５］，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将升高至 ｗｈ，相应的劳动
力投入也将降至 Ｌｗｈ水平（Ｌｗｈ＜Ｌ０）。如果信息化
设施应用降低了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则将使雇工

的工资率降至ｗｌ，进而导致家庭农场雇佣更多的劳
动力，表现为劳动力投入提高至ｌｗｌ。
　　分析现在家庭农场使用的信息化设施可知，其
主要以摄像头和各类传感器（如光照传感器、氮磷

钾传感器等）为主，这些信息化设施一般通过手机

ＡＰＰ连接，主要由农场主直接操作使用。因此，这
些设施的应用主要提高了农场主对雇工工作状态

和工作效果的监督水平，这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传

统技术条件下农场主难以有效监督雇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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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该变化没有提高对雇工的技能要求，即不存

在技能溢价。同时，由于使用信息化设施，农场主

能更精准地了解作物的生长状态（如需要施用哪种

肥料？需要施肥多少？），从而可能降低对雇工农业

生产知识的要求，进而吸纳更低技能的劳动力就

业。因此，家庭农场应用信息化设施后的劳动力投

入量将提高到Ｌ０ 或Ｌｗｌ。由此提出研究假说Ｈ１：信
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的雇工量有正向影响。

１．２　作物类型在信息化设施应用提高家庭农场雇
工水平中的调节效应

劳动力投入与作物类型密切相关［１６］。一般而

言，经济作物因更多使用设施农业生产体系而减弱

了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同时，由于经济类作物生产

的机械化水平更低，导致其产出与劳动力投入密切

相关。在应用信息化设施后，种植经济类作物的家

庭农场因为可以对雇工进行更有效的监督，从而可

以通过提高雇工量来提高产出水平，这类家庭农场

甚至可以进一步通过降低对雇工的技能要求而降

低其工资，从而进一步提高雇工量。由图２可知，当
雇工的机会成本降为ｗｌ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投入
提高到Ｌｗｌ。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Ｈ２ａ：经济作物
类型在信息化设施应用提高家庭农场雇工量中起

正向调节作用。

粮食类作物生产高度依赖机械化，例如，《江苏

省“十四五”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显示，江苏省

２０２０年“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达９３％”，
而生产的高同质性特征又使相关技术推广更快［１７］，

这降低了粮食类作物生产中的劳动产出弹性，即在

生产函数ｆ＝ＡＬβ中，β更小。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粮食类作物生产中难以通过增加劳动力

投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出。在信息化设施应用使

农场主能更精准监督雇工行为后，家庭农场可以用

更少的劳动力投入实现同样水平的产出。在信息

化设施应用后，实现同样产出的劳动力投入从Ｌ０变
为ＬＧ（图３）。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Ｈ２ｂ：粮食类作物
在信息化设施应用提高家庭农场雇工水平中起负

向调节作用。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２．１　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研究假说Ｈ１，本研究设定基准模型考察信

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的影响。基准

计量模型见公式（１）。
Ｙｉ＝α＋βＸ１ｉ＋θＸ２ｉ＋ε。 （１）

式中：下标 ｉ表示家庭农场 ｉ；Ｙｉ表示家庭农场 ｉ的
雇工量；Ｘ１ｉ表示家庭农场ｉ的信息化设施应用变量；
Ｘ２ｉ表示系列控制变量；α表示常数项；β、θ表示系
数；ε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了验证作物类型在信息化设施应用与家庭

农场雇工量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加入作物类型

和信息化设施应用的交叉项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

模型中引入交叉项会引起多重共线性问题，借鉴已

有研究成果［１８］，将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作中心化处

理，即用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原始值减去各自的

均值得到离差，再将各自的离差相乘，即得到去中

心化处理的交叉项。具体模型见公式（２）。
　　Ｙｉ＝α＋βＸ１ｉ＋χ（Ｘ１ｉ－Ｘ１ｉｍｅａｎ）（Ｘ３ｉ－Ｘ３ｉｍｅａｎ）＋
κＸ３ｉ＋θＸ２ｉ＋ε。 （２）
式中：Ｘ３ｉ表示作物类型变量；Ｘ１ｉｍｅａｎ、Ｘ３ｉｍｅａｎ分别表示
信息化设施应用变量和作物类型变量的均值；χ、κ
表示系数。

由于家庭农场是否应用信息化设施不是随机

产生的，信息化设施应用可能与家庭农场所处环境

特征有内生关系，进而导致处理组与对照组的雇工

行为有差异，因此需要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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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研究采用处理效应模型（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解决家庭农场所处环境特征影响家庭农场信
息化设施应用，进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处理效应

模型见公式（３）
Ｙｉ＝α＋βＸｉ＋γＤｉ＋ε。 （３）

式中：Ｘｉ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Ｄｉ表示处
理变量；γ表示系数。处理变量由以下处理方程
决定：

Ｄｉ＝Ｉ（δＺｉ＋μｉ）。 （４）
式中：Ｉ（·）表示示性函数（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处理效应模型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１步，对家庭农场所处环境影响家庭农场信
息设备应用的因素作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模型形式为

Ｐ＝α＋λｉＤｉ＋ε；λｉ＝
λ（－δＺｉ），Ｄｉ＝１

－λ（δＺｉ），Ｄｉ{ ＝０
。（５）

式中：Ｐ表示家庭农场应用信息化设施的概率；Ｚｉ
表示影响家庭农场使用信息化设施的工具变量。

由公式（５）得到 δ＾，计算反米尔斯值 λ＾ｉ。

第２步，利用样本数据，将 λ＾带入ＯＬＳ回归模型
估计，模型形式为

Ｙｉ＝α＋βＸｉ＋γＤｉ＋ρσελ
＾
ｉ＋ε。 （６）

式中：β、γ、ρσε分别表示待估计系数向量。λ
＾
ｉ由第

１步估计得出，如果 λ＾ｉ显著不为０，则说明存在样本
选择性偏差，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合适。

２．２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２．２．１　变量选取　因为长期雇工最能反映家庭农
场稳定吸纳劳动力的水平，本研究以家庭农场的长

期雇工量为被解释变量。因为家庭农场长期雇工

人数较少，且平均雇工量更能反映家庭农场吸纳劳

动力的水平，本研究以长期雇工的平均工时（每人

工作１ｄ为１个工时）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
本研究以家庭农场是否采用信息化设施为解

释变量，其中信息化设施包括摄像头、传感器以及可

以通过计算机了解生产情况的相关设备。基于不同

作物的劳动投入特征，借鉴已有成熟的分类方法［１９］，

将家庭农场经营的作物类型分为粮食作物种植类、经

济作物种植类、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兼种３类。
参考已有对家庭农场或农户行为的研究成果，

将家庭农场主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和

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李艳等发现，社会资本和

风险偏好对农业生产决策有重要影响［２０－２１］，因此，

个人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不仅包括农场主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还包括家庭农场主的社会资本和

风险偏好情况，家庭投入劳动力数量无疑与雇工量

有替代关系，说明家庭农场的家庭劳动力投入也作

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是否加入经济组织［２２］、农业

生产性资产［２３］、经营面积都对农业生产决策和雇工

有重要影响，因此将上述经营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放

入模型。此外，模型还控制了地区特征。

２．２．２　数据描述　本研究数据来自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学院于２０２１年７月组织的“江苏省金融支持家
庭农场发展调研”。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

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虑区域特征、经营类型等因

素确定调研对象。调研覆盖江苏省北部、中部和南

部的６个县（市、区）２６个乡（镇），共获得有效样本
４９９个。其中，在铜山区 ４个乡（镇）获得样本 ８３
个，在泗洪县４个乡（镇）获得样本８４个，在海门市
４个乡（镇）获得样本８４个，在兴化市４个乡（镇）获
得样本８４个，在句容市４个乡（镇）获得样本８３个，
在江阴市６个乡（镇）获得样本８１个。基于目标，
本研究剔除养殖类家庭农场和部分数据异常样本，

本研究对象为４５３个种植类家庭农场（表１）。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３．１　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直接影
响的检验

本研究使用Ｓｔａｔａ软件分别应用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估计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

农场雇工行为的影响，因为有部分样本的经营面积

数值较大，为减少个别极端值的影响，模型中将经

营面积数据取对数处理，从而缩小数据之间的绝对

差异。

３．１．１　基准回归　由表２可知，模型（１）为不加入
控制变量的结果，模型（２）加入了经营特征和地区
特征，模型（３）进一步加入农场主个人和家庭特征。
实证结果显示，信息化设施使用在１％显著性水平
上促进家庭农场的长期雇工投入，这初步验证了研

究假说Ｈ１。进一步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可知，家庭农
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平均长期雇工量越多，可

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农场主管理能力

越高，从而可以管理更多的雇工。模型（２）和模型
（３）均显示，经营面积会负向影响家庭农场的长期
雇工量，这可能与家庭农场经营的规模效应有关，

即经营面积越大的家庭农场越能够合理利用劳动

力资源，从而降低平均劳动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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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类型 特征分类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雇工量［ｄ／（年·亩）］ １亩（１亩≈６６６．７ｍ２）每年长期雇工投入工时数 ６．９４ １６．４７

解释变量 信息化设施应用 使用信息化设施＝１；未使用信息化设施＝０ ０．５１ ０．５０

调节变量 作物类型 纯粮食作物种植类：只种粮食作物＝１；其他＝０ ０．４７ ０．５０

纯经济作物种植类：只种经济作物＝１；其他＝０ ０．３１ ０．４６

粮食和经济作物兼种类：粮食和经济作物兼种＝１；
其他＝０

０．２２ ０．４２

控制变量 农场主个人特

征和家庭特征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８９ ０．３１

年龄（岁） ４８．２３ ９．３２

受教育程度 没上过学＝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中专／技校／职
高＝４；大专＝５；本科＝６

３．６５ ０．９９

社会资本 党员或干部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是＝１，否＝０） ０．３５ ０．４８

风险偏好 对于以下投资，会倾向于选择哪个？（风险大、收益

大、亏损也大＝１；风险中等、受益中等、亏损也中等＝
２；风险小、收益小、亏损也小＝３）

２．３４ ０．７３

家庭劳动力投入 家庭中全职从事家庭农场人数 ＋兼职从事家庭农场
人数／２

２．７６ １．３２

经营特征 是否加入经济组织 经济组织是否包括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家庭农场

联盟等：是＝１，否＝０
０．４２ ０．４９

农业生产性资产（万元） 常用农业生产性资产现值 ５．２０ ７．５０

经营面积（亩） ２７９．３２ ３４９．４４

地区特征 苏北 苏北＝１；其他＝０ ０．３７ ０．４８

苏中 苏中＝１；其他＝０ ０．４８ ０．５０

苏南 苏南＝１；其他＝０ ０．１５ ０．３６

样本量（个） ４５３ ４５３

３．１．２　内生性讨论　因为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
本研究采用处理效应模型进一步估计信息化设施

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的影响。鉴于家庭农场

所在乡（镇）信息化设施应用水平会影响家庭农场

是否应用信息化设施，但是不会直接影响家庭农场

的雇工行为。因此，选择家庭农场所在乡（镇）信息

化设施应用均值为工具变量。由表 ３可知，模型
（４）为控制经营特征和地区特征的估计结果，模型
（５）为进一步加入农场主个人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
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内生变量与

工具变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米尔斯值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处理
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信息化设施应用在１％显
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家庭农场的长期雇工量，这进

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说Ｈ１。
３．１．３　稳健性检验
３．１．３．１　信息化设施应用的不同衡量方式　信息
化设施监测面积占经营面积的比例可以衡量家庭

农场应用信息化设施的水平，监测面积占比越大，

则应用信息化设施的水平越高。本研究将信息化设

施监测的面积占家庭农场经营面积的比例作为信

息化设施应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４
中的模型（６）可知，结果依然稳健。
３．１．３．２　剔除部分样本　家庭农场主的未来发展
预期无疑将影响其当下的生产决策，而一般年龄大

的农场主更加保守，或更倾向于不做专用性的生产

投入。因此，本研究剔除家庭农场主年龄在６０岁以
上的样本，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４中的模型
（７）可知，结果依然稳健。
３．１．４　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用分样本回归
对信息化设施应用的雇工效应做异质性检验。由

表５可知，模型（８）、模型（９）分别为基于受教育程
度中位数分组的回归结果。在２个分组中，信息化
设施应用都显著促进了家庭农场吸纳劳动力，但吸

纳劳动力的能力在组间有差异，农场主接受初中以

上教育的家庭农场在应用信息化设施后，其单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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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信息化设施应用 ４．３１１ ５．４７２ ５．１１７

（１．５１９） （１．７３５） （１．７７２）

性别 －１．４４１

（２．１５５）

年龄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２）

受教育程度 １．６９５

（０．９１８）

社会资本 －１．３１６

（１．５０４）

风险偏好 １．４７１

（１．１９０）

家庭农场劳动力投入 －０．０４１

（０．６６６）

是否加入经济组织 －０．６８５ －１．１５４

（１．５９９） （１．８２１）

农业生产性资产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８）

经营面积取对数 －４．７３２ －４．６６７

（０．９７５） （０．９４０）

苏中 －０．４５１ －０．７４６

（１．７７５） （１．７３４）

苏南 ０．９１４ －０．００４

（２．２４７） （２．２５４）

常数项 ４．７３３ ２８．５６ ２６．５２

（０．８１０） （５．４５３） （６．５４６）

样本量（个） ４５３ ４５３ ４５３

Ｒ２ ０．０１７ ０．１３４ ０．１５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表３～表６同。

积雇工数量更多（回归系数为５．９４５），这可能与农
场主的管理能力更高有关。

３．２　作物类型在信息化设施应用提高家庭农场雇
工水平中调节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将信息化设施应用和作物类型的交叉

项放入模型，检验作物类型在信息化设施应用提高

家庭农场雇工水平中的调节效应。由表６可知，如
果家庭农场种植的是纯经济作物，则其应用信息化

设施后雇佣的长期雇工量更多，即纯经济作物类型

在信息化设施应用提高家庭农场雇工水平中起正

向调节作用；粮食和经济作物兼种、纯粮食作物种

植类则能减弱家庭农场信息化设施应用对雇工量

的正向作用，即起负向调节作用，从回归系数来看，

纯粮食作物种植类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大，进而可以

验证研究假说Ｈ２ａ和Ｈ２ｂ。

４　研究结论与政策意义

本研究在技术进步视角下构建信息化设施应

用影响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的分析框架。理论分析

认为，一般情况下信息化设施应用可以降低家庭农

场对雇工的技能要求，进而降低单位雇工的机会成

本，从而提高家庭农场吸纳劳动力的水平，而具体

到作物类型，信息化设施应用的雇工效应存在差

异。在生产的季节性问题得到极大缓解且更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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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的影响：处理效应模型

变量

模型（４）的回归系数 模型（５）的回归系数

第一阶段：

信息化设施应用

第二阶段：

雇工量

第一阶段：

信息化设施应用

第二阶段：

雇工量

所在乡（镇）信息化设施应用均值 ２．６５６ ２．６５６

（０．３８８） （０．３８８）

信息化设施应用 １３．７８ １２．８２

（４．８４１） （４．８９２）

农场主个人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经营特征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特征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反米尔斯值 －５．６１９ －５．１６１

（３．０９８） （３．１０９）

样本量（个） ４５３ ４５３

表４　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变量
回归系数

模型（６） 模型（７）

信息化设施应用 ５．３９３

（１．５５０）

信息化设施监测面积占比 ３．８１４

（１．４４６）

农场主个人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 是 是

经营特征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特征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个） ４５３ ４２９

Ｒ２ ０．１４２ ０．１７２

表５　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雇工行为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模型（８）：受
教育程度≤３

模型（９）：受
教育程度＞３

信息化设施应用 ４．６３７ ５．９４５

（１．７１５） （３．４２５）

农场主个人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 是 是

经营特征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特征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个） ２２６ ２２７

Ｒ２ ０．１９１ ０．１７２

劳动力投入的经济作物种植中，信息化设施应用后

将有更多的长期雇工投入，但对于生产的季节性特

征明显且机械化程度高的大田作物（典型的如粮食

类作物），其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的雇工水

平有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江苏省家庭农场抽样调

研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结果。

本研究回答了信息化设施应用对家庭农场吸纳

劳动力水平是抑制还是促进的问题。尽管整体而

言是促进作用，但对不同作物类型的影响有差异。

本研究成果对推动农业数字化建设和促进农民就

业有２个方面的政策意义。第一，农业信息化设施
在家庭农场中的应用会提高农民的农业就业机会，

尤其是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在农村青壮

年大量外出务工的背景下，该结论有重要的政策意

义。一般而言，信息化促进高技能劳动力转移到非

农就业，但是对于难以转移到非农就业的低技能劳

动力，农业信息化设施应用可以促进其就业。而异

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场主会雇佣

更多工人。因此，从促进农民就业的角度看，有必

要进一步吸引较高学历的农民创办家庭农场，并对

其信息化建设提供支持。第二，作物类型对家庭农

场雇工水平有调节效应。种植经济作物的家庭农

场在使用信息化设施后雇工水平显著提高，因此无

论从促进农民就业角度还是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角度，对经济类作物种植提供信息化建设支持都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粮食类作物种植在信息化

设施应用促进家庭农场雇工水平中起负向调节作

用，但是在粮食类作物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

的背景下，信息化设施的雇工弱化作用有助于粮食

类家庭农场的优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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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调节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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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４）

粮食和经济作物兼种 －３．８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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